
书书书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３，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５５６０．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７

教育实证研究的

“德国视野”与“德国经验”

———底特里希·本纳与李政涛、彭韬的对话

底特里希·本纳１　李政涛２　彭　韬３

（１．柏林洪堡大学，德国柏林；２．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３．柏林洪堡大学，德国柏林）

　　摘　要：底特里希·本纳，柏林洪堡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荣休教授，当代德国最杰出的教育学家之
一，主要研究教育、教养理论和普通教育学。围绕“德国学者如何看待教育实证研究”的问题，本纳教授与

李政涛教授、彭韬博士展开了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何谓教育实证研究的“德国视野”和“德国经验”。

　　关键词：底特里希·本纳；教育实证研究；德国视野；德国经验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重大项目“基于学校变革实践的理论原创
和学派建设”（１６ＪＪＤ８８００１７）。

　　李政涛（以下简称“李”）：您在华东师大举行的第二届中德教学论对话上，谈到了德国教育科学研
究的经验转向，对我们很有启发。您提到，德国的教育实证研究者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研究协会，以与传

统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分庭抗礼，您能否具体说一说这个情况？

底特里希·本纳（以下简称“本纳”）：教育实证研究热是在２０世纪末随着诸如 ＴＩＭＭＳ、ＰＩＳＡ等国
际学生成绩比较研究的开展并受到人们关注而兴起的。人们开发各种工具来测量学生在如读、写、数

学、外语、自然科学与技术等科目上的成绩。这样的研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丹麦数学家乔治·拉什

（ＧｅｏｒｇｅＲａｓｃｈ）开发了一种新的统计学模型。在此之前的统计学方法能够用平均值来对整体民众的情
况进行评估，但是不能对单个学习者进行评估，也不能对单个学习者接下来的教育过程进行预测。而

拉什模型可以做到把各测试题联系起来，同时将各测试题与任意数量的受试成绩联系起来。例如，我

们可以用２００道测试题来测５０００个受试，然后把所有结果放进模型中进行运算，以此可以得出一个按
难度排列的试题序列，在这个序列中可以用解释学的方法进行分级。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能力层级模

型，每个学生在这个模型中都处于一个很确定的数值上。这个数值说明的是，所有在此难度以下的试

题，学生都有５０％或更大的可能性做对。最简单的题可以保证１００％做对，随着试题难度的增加，他依
次有９０％、８０％、７０％、６０％和５０％的可能性做对。在这个难度之上的试题，他则按试题难度的增加依
次有４０％、３０％、２０％、１０％的可能性做对。借助于这个模型，人们可以按学生在某学科上所具备和展
现出来的能力所在的水平，来进行国际比较。这是一个学生成绩比较研究的突破，这种研究能对每个

学习者做出可信的、可校验的评估，并以此能够对不同的教育体系做出可信的比较。

李：这正是传统的教育研究难以做到，而只有教育实证研究能胜任的，对吗？

本纳：传统研究不能对学生成绩做出预测，而只能给出平均值，传统研究是不对单个学习者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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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教育实证研究不仅调查学生的能力水平，而且也调查学生成长和受教育的环境。教育实证研究

要调查学生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学生的居住地、上学时间、学校类型、城区环境等。这样，人们就

不仅能够对单个学生做出评估，也能够对学生进行分组：既可以按性别、户籍（例如是外国人还是本国

人）来分，也可以按出身于文化水平高的阶层或文化水平低的阶层（看家中的藏书量）来分。德国学生

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测试中成绩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在数学、阅读和书写的方面成绩尤其差，这被称作“ＰＩ
ＳＡ震动”。过去人们以为，德国的教育系统是优质有效的，但这样看来并非如此。中国和芬兰的教育
系统就比德国的更有效。这次测试的结果使过去的德国教育看上去变成了一场“教育灾难”，于是人们

就想利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提升德国教育系统的质量。德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教育改革也源于一场
教育灾难。那时德国只有很少的高中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大多都是来自有教养阶层的，只有极少的

工人子弟、女生和农村孩子取得了高中毕业证。这就是德国六十年代的教育灾难，它蕴含了极大的教

育不公平。这回的教育灾难不是高中毕业生，而是学生在完成了义务教育时（十五六岁）所达到的能力

水平，远低于最初的目标和期望。现在，国家大力推进这种研究，因为这个研究承诺能开发出工具来提

高学生成绩。

彭韬（以下简称“彭”）：那么可以说，这是从对教育的反思延伸到对教育研究的反思，是这样吗？

本纳：当然与此有关。教育政策制定者希望借助于这样的研究成果来改善教育体制。教育实证研究

已经在德国开展了二十年，但是在社会选拔方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即便在教育实证研究的条件下，

无论是代际传承，还是好的教育机会，在不少德国的下一代那里，仍然存在缺失和匮乏的现象。教育实证

研究的确能够有效测量学生能力，但却很难证明，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能够带来更好的学生成绩。

彭：这说明，即使在德国，依然有对ＰＩＳＡ这样的教育实证研究的质疑和批判？
本纳：是的。首先，教师本身就认为，从心理测量学的研究成果中没有产生对他们的教育实践的启

发。第二，对教育实证研究的批判也来自教育哲学领域，他们批判对学习的测量、对教育的测量和对教

育的标准化。第三，这种批判还来自教育政策领域，他们感到失望的是，教育实证研究虽然做出了很多

数据，表明德国学生成绩发生了改变或改善，但是对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却没能给出任何建议。

李：这些批评和质疑或多或少体现出了教育实证研究的界限，您怎么看教育实证研究的界限问题？

本纳：实证研究的界限原本在于，它并不能测量教学的教育理论和教学论层面上的质量，而仅仅对

学习成绩进行标准化了的测量。但这个界限如今已经发生了移动。由于在教育实证研究中加入了教

育理论和教学论的思考，因此，教育实证研究可以做得更有水平了。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界限是怎

么移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教师进修和德国各州的教育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现在德国的每个联邦

州都建立了教育研究机构，并将教育实证研究与专业教学论、学校评估、学校教育理念建设等方面结合

起来。这些机构会在对学校进行过测试之后，对单个学校给出关于他们学校每个班学生成绩的反馈，

以显示出这所学校各班学生在哪些科目上的成绩是怎样的。学校得到反馈后，任课教师、班主任、年级

组长、校领导等就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教学力度。这种对单个学校采取的指导措施是卓有成效

的，比如具体的研究结果得以深入到每个班、每门课以及学校文化，这对教学质量的改善是很有启发和

帮助的。在此过程中，专业教学论的观点、普通教育学的思想和教化理论的反思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切都意味着，教育实证研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与教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联合起来进行，并且渗

透到教育实践的各个不同层面———上课的教师、师资培训的机构、学校教育督导、学校发展部门等。而

他们的成果显示，这些基于实证的学校发展研究，确实对教育实践的改善起到了一以贯之的支持作用。

例如，跟我们一直有项目合作的汉堡教育质量监测研究所，他们就是在学校测试之后给单个学校发去

反馈，呈现他们的学生在各科的成绩统计结果，并且还用纵向数据对学生能力发展进行监测。他们所

研究的不是整个教育系统内的学生成绩，也不是国际学生成绩比较，而是同时也在纵向数据中比较同

一批学生、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城区。这种教育实证研究的措施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第一个

界限的变动，它表明，教育实证研究的运用和渗透，扩展到多个具体教育实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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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界限的改变在于，人们一直在争论，教育实证研究的对象领域是应该缩小还是扩大。如果

这个领域缩小，产生的危险在于可以被测量的科目的地位就变得愈加重要，而不能测量的科目地位就

会逐渐降低。而目前我带领的团队研究的项目，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们尝试用教育实证研究的方

法，去研究至今没有被实证研究染指过的那些科目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建立起“能力量表”，同时也尝

试改善试题的性质，开发出具有反思性的测试题，使其带有教化（ｂｉｌｄｅｎｄ）的力量。我们的目标是：这种
反思性试题要能够测量和评判教学是否激发起了学生的教化过程。总而言之可以说，教育实证研究的

界限是处于运动之中的。

彭：那么您认为当下教育实证研究的界限在哪里呢？

本纳：这很难说。我相信，教育实证研究现在已经能够讨论规范问题了。我们现在所做的ＥＴｉＫ项
目就是一个实例，我们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观察学生如何评判规范问题。

彭：比如说，教育实证研究没法讨论价值问题，这算是它的一个界限吗？

本纳：我更宁愿说，这是价值讨论的界限。价值讨论只关注价值和无价值，不涉及教育，因而教育

实证研究不涉及价值讨论。我不认同一种“价值－经验”的二元论。
彭：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经验和其他事物的二元关系呢？

本纳：不存在。

李：自孔德以来，实证研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您怎么看２０世纪以来实证研究
的发展和转变？

本纳：２０世纪初，有的教育研究者试图研究教育和社会化的“自然法则”。他们相信，只要能够用
因果关系来澄清教育的功能，那么也就有办法改善教育了。这种用单维因果关系来解释教育过程的研

究设想，后来被扬弃了。教育过程是由教师的行动支持的，但我们所追问的那种因果性是教学论建模、

教学理念、学生学习成果之间的互动，它总是一种教师行动、学生学习之间的关联，这里不可能只存在

单维度、纯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多维度交织的复杂情况。因而，在我看来，这种扬弃和认识，是教

育研究的一个进步。

教育实证研究的对象领域也扩展到了伦理学－道德教育、政治 －法律教育、宗教教育，甚至还初步
涉及了审美教育的领域。有人已经开始尝试在美育领域进行能力导向的观察，评估学生在美育方面的

感受力、行为能力和阐释能力。我们在伦理学－道德教育的领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教育实证研究。伦
理学作为一门中小学的课程，是最近才开设起来的，在此之前，关于道德教育，主要是宗教课在进行，或

者师生在学校中就某些观点进行一般性地讨论。到２１世纪初，德国各州都陆续在中小学开设了伦理
学课。我们基于伦理学课的教学大纲建立了伦理学课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工具，以此，学生道德能力得

以在模型中得到分化，并得以用测试工具对道德能力进行分层分类地测量。在对道德能力的建模中，

我们将学生能力区分为伦理学－道德基础知识、伦理学－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设计能力。这种划
分基于一种普遍性的学生能力三维结构：学生在任何领域的能力都首先涉及由教学所传授的基础知

识，然后是该科目（专业）专门的判断能力，以及将这些知识和判断能力运用于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

能力。

彭：教育的实证研究有没有其特殊性？

本纳：有的。教育实证研究不关注学生从课堂教学中学到了什么基础知识，它们能测量的是学生

在读写方面达到了怎样的能力水平，而不问学生学过什么文法知识。这种研究是我们拒绝的。既然学

生是通过教学而受教育的，既然知识是通过教学来传授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关心学生学习知识的情

况而只测量能力，我们必须测量学生学到了哪些知识、掌握到了什么程度。在写作方面，不具备正字法

知识的学生往往比具备正字法知识的学生犯更多错误。因而，我们做测试总是要测量学生的基础知

识、判断能力和在行动中运用知识的能力。这样的研究更加接近于一种教育科学的研究。教育科学的

教学研究，能够发现和阐明教学与学生达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因为这种研究考察基础知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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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处理了什么内容。我们努力要把教育实证研究发展成教育科学的研究，而我们在此运用的是

教育实证研究的工具。

李：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其他研究的方法如何实现弥合和对接？

本纳：这种对接要通过试题开发来保障。比如我要开发数学的测试题，那么我当然要在试题中设

置数学的视角，但我还可以加入公平正义的视角。把一个数除以４和把一定量的物品公平地分给４个
人，这是两种问题。我们可以加入生活世界的视角，例如，我们可以反思数学如何改变了人的生活，数

学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在开发试题的时候考虑的方面。这样，就能开发出

很有价值的试题，这些试题能符合教育理论和教学论的要求。我们的ＥＴｉＫ测试题就是这样的，在这些
试题中考虑到了不同的伦理学体系，而且这些体系并不处于一种等级性的关系中，它们是不同的判断

形式，但其中并没有哪一种优于另一种。然后我们将这些不同的伦理学体系与自己的道德、陌生的道

德和公德相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就形成了我们开发测试题的一个网络系统，它们具有教育理论的意

义、具有与教学的连接性、具有理论的反思性，而我们同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来处理这些试

题，并且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分析通过这些试题得到的数据，从而形成对学生道德能力和水平的评估

与鉴定。

李：这个例子具体说明了您所倡导的“做教育实证研究时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我非常赞同您

这个看法。那么，要做好实证研究，需要什么样的基础理论？

本纳：我想以“道德能力研究”为例来说明。道德判断发展的经典理论模型，是科尔伯格的道德判

断发展模型，他提出了纯形式的三水平六阶段模型。他的测试主要是看受试的道德判断形式处于哪个

水平或阶段，但受试者的道德判断是否用于行动却不在测试范围之内，而且受试的判断是否属于“道德

判断”也没有得到考虑，他只看判断的心理测量学的水平。我们在 ＥＴｉＫ项目中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学
生在道德基础知识、判断能力和行为参与能力上呈现的能力水平结构，跟科尔伯格的模型是不一样的。

我以“道德判断能力”这个范畴为例。在这个分支能力中的最低水平是：“学生能够在与经验相近的情

境中对道德问题进行判断，并根据所学的道德论证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行判断。”学生能在自我已经习得

的、熟悉的道德中进行判断。第二级水平是：“学生能够对自我尚不熟悉的经验世界的道德冲突和道德

问题进行反思和处理。”学生能把自己的道德和陌生的道德进行关联，可以对自己的道德和陌生的道德

间的冲突做出判断，而不仅仅是根据自己的道德来进行判断。第三级水平是：“学生能够对不同道德标

准间因为存在分歧而产生的道德问题进行反思和判断。”第四级水平是：“学生能够在各种伦理学问题

中、在各种伦理学视角下反思社会价值和规范，并探寻其有效范围。”在最高水平上，学生能够对社会上

存在争议的事情进行判断。达到这个判断能力水平的学生，有能力“有理有据”地参与讨论那些社会上

还在争论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复述教师告诉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自己能够将不同的论述形

式加以运用，并在此过程中理解和尊重别人的观点。这说明，他们具有一种讨论性的道德判断能力。

我们所做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修过伦理学课的学生达到的能力水平是比没有修过的学生高的，由

此揭示了伦理学课的真实情况。而且，我们通过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能力层级结构，并非像科尔伯格那

样形成前习俗、习俗、后习俗水平，而是在自己的道德、对待陌生道德以及参与对争议性问题的讨论等

新的维度结构上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讨论是紧密贴近伦理学、紧密联系教学内容的。

彭：这就说明，在道德能力测量的背后有一套道德教育的理论。

本纳：是的。这背后是有一套道德教育的理论，有一种带着各种不同的基础模型的伦理学，而且这

个体系中没有一种唯一的正确性，而是多元的、带有协调性和论争性的正确性。

李：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德国的实证研究跟英美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而这里的原因是德国有普通

教育学的传统，而英美没有，您怎么看？

本纳：既是也不是。我有一个美国学生，她在洪堡大学读了教育学博士，现在在苏格兰当教育学教

授。她有这样的感受，英美是有对教育哲学的讨论的，英国也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杂志，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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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很少。从“普通教育学”向“教育科学”的发展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比如在传记研究、在布迪厄式

的或福柯式的研究中都有这样的过程。普通教育学使这样的研究成为了可能，也给这样的研究造成的

困难。普通教育学的确为教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理论，但同时，普通教育学在教育实证研究中

被运用得太少了。例如，在开发测试工具时，应该以普通教育学理论为基础，应该联系不同的判断形

式，应该区分知识、判断力和行动设计能力，等等。正如我们现在开展的研究这样，确实地将实践哲学、

教育学、教学论和实证研究联合起来。可是这样做的教育实证研究太少了。而在教育实证研究中对教

育学理论运用不足也导致了这种研究的结果跟教育教学实践的改善没有多大关系。从教育理论的视

角来看，这种研既显得肤浅乏味，也与课标中那些高要求的教育目标不相符。

李：这是一种我一直期待的综合性的研究方式，这种综合需要注意什么呢？我总是担心，各种研究

方法的“综合”，被等同于不同研究方法的简单“混合”“累加”或“堆砌”。

本纳：这种综合应从三个层面进行。第一个层面是，我们不仅测量学生的道德基础知识、判断能力

和行为设计能力，我们还在每个分支能力的维度中形成了不同的能力水平。通过测量和统计，我们可

以得知某一个班的学生在各个分支能力上分别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测量对象，是与教学内容相

符的内容，测量重心放在通过学校教学所培养的道德能力，我们测的是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能力。第

二个层面，我们严格区分了“教学练习题”“考试题”和“能力测试题”。一道能力测试题一般用时一分

钟，而整个测试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它要测量的是“能力”，为此需要经过心理测量学的专业筛选。而

教学练习题则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它有可能涉及一节课的内容，也可能涉及一系列课的内容，做一道练

习题也许要一天或一周。考试题则负责考察学生是否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或某种能力来解答

问题。对这三种题目的区分使得我们能够跟教师解释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的学生在测试中成绩不

佳，那么应该用哪些教学练习题来加强他们的薄弱环节？这种从测试题到教学练习题的转化，不是一

种从测试对教学的推导，而是测试和教学之间的“非等级性互动”。对教学练习题和考试题的建设其实

就是测试题的功能，测试题应该促使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改善其所布置的教学练习题。这就是一种网

络，一种在与学校相关的场域中针对教学与教学法、考试与学生成绩和能力测试的网络。

李：非常高兴能与您再次交流，从中我感受到了三种力量：教育学的力量，德国教育学的力量，和您

本人的学术思想的力量。今天的教育学世界，始终存在被其它学科蚕食的危机，始终存在自身根基逐

渐漂移以致消散的危机，始终存在无法证实自身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危机，我们急需新的学术力量

的灌注和生成。期待今后有更多机会与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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